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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历史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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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置，始于１９３０年６月女师大研究所教育学组。１９３１年７月，北

平女师大并入北平师大后，研究所扩为研究院，教育学组改为教育科学门。１９３２年９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整

理”师大，研究院改为教育研究所。１９３４年７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训令北师大

停办教育研究所。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统制”逐步加强的背景下，综合北平师大的无解的经费状

况，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教育学科的困境，以及北师大偏弱的政治影响等各种因素，师大教育研究所停办有其必然性。

国立北平师大教育研究机构从创办到停办的４年，充满了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外在政治、文化、经济条件的

矛盾，是教育研究机构与现实经济、政治、人事纠葛的反映，也是教育研究及教育学科体制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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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随着近代学术体制化研究的展开，现

代大学及其附设研究机构作为学术体制的主要内

容、作为学人存在的基本空间，为左玉河、陈以爱、刘

龙心、陈时伟、范铁权等学者所关注。教育学界，以

肖朗教授为代表的教育学术史研究团队亦对近代国

立大学教育研究机构有所涉及，瞩目于国立中山大

学教育学研究所、国立中央大学的教育研究所的研

究作为，对抗战期间的师范研究所亦有梳理。作为

教育学科史的研究者，阅读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相关

研究作品时会下意识地寻找教育学科的位置角色，

思考教育学科体制的建立、转型问题，涉及教育学科

的相关问题会不自觉地辩驳、印证。不管是近代学

术体制化的研究，还是涉及教育研究机构的成果，对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从

开办到停办４年皆很少涉及。

“教育”的重要自戊戌至今无人否认，而“教育之

学”却历史短，学术根基未牢。由此形成了一个悖

论，一方面，清末以来教育极受朝野重视，各时期报

章杂志讨论教育改革的文章极多，“教育研究”好似

盛况空前；另一方面，“教育学”“教育研究”在中国的

命运跌宕起伏，教育研究机构更是寥若晨星。实际
上，围绕教育学科的争议从它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之

日就未曾断过。１９３１年５月，一直倡导“学术独立”

的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

文中，对当时中国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一一作了评论，

对教育学的观感是“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

庶几近之”［１］。教育学科在学者眼中“不独立”的形

象可见一斑。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置，自

１９３０年６月女师大研究所教育学组始，至１９３４年７
月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终，存在４年时间。这４年，恰

好处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统制”逐步

加强、学界对于教育学科的学术性的质疑加深、师范

大学制度存废论争的漩涡中。北师大的书生为保存
师范大学“研究高深教育学术”的“生命线”，左右支

绌，结局仍未免于停办。用现在的眼光看，在朝野大

力提倡各科研究所、研究院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全国

唯一的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所的命运令人唏嘘。从

获得教育学科体制发展的中国经验考虑，剖析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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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育研究机构这４年的境遇是一个切入教育学科
体制中国历程的绝佳角度。

一、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的渊源

大学设研究机构，在制度设计层面，从壬寅学制

就有相关规定。壬寅学制设计，大学堂以上有“大学
院”；癸卯学制将大学院改名为“通儒院”；壬子癸丑
学制又将通儒院改为大学院。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
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学校开始创办“国学”为名的研
究院，将此机构从制度设计付诸实践。２０年代前
后，随着以学术引进为主阶段的结束，要求在国内普
遍设立研究机构，开展自由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当

时学术界的共识。［２］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

统一全国之后，改大学院为研究院，“为大学毕业生
而设，年限不定”。大学院非常鼓励国立各大学设立
各科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１９３０年，教育部通令
全国国立各大学酌设研究所，推广科学研究。

北师大的教育研究机构始于什么时候？１９２２
年，黄公觉在北高师第一届教育研究科学生毕业典
礼上曾宣称“中国各大学专门学校，迄无研究科之

设，有之，自北高始。”［３］据此，有研究称北高师教育研

究科“这是我国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开始”［４］６３－６４。

这种说法并不合适。北高师教育研究科是为了与大
学学制年限平齐，为四年制的高师毕业生所设，毕业
授予教育学士学位。也就是说，教育研究科相当于
大学本科三、四年级。之后北师大研究所在回顾本
部门历史时，并不以教育研究科为起点；而北师大教

育系则会追溯教育研究科的始终。［５］５７黎锦熙在《研

究所略史》一文中，明确将北师大研究机构的历史追
溯至１９３０年６月成立的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
研究所。之后承北平师大而来的西北师范学院师范

研究所溯源时，亦以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为始。［６］６

实际上，１９２９年８月，邱椿主持国立北平大学
第一师范学院教育学系时期，即有意设立教育研究
所。“如果经费充裕，拟仿照广东中山大学的办法，

设立教育研究所，为全国教育搜讨之中心。”［７］只是

时局变动，经费依然无着而未及实施。
（一）女师院研究所教育学组

１９３０年３月，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
院院务会议议决以停办预科所省经费创设研究所，

设工具之学、语言文字学、史学、地学、哲学、教育学
等八组。以“提高本院毕业生之程度及增进对于学

术界教育界之贡献”为宗旨，主要针对女子中学毕业
程度较低，实际是变相延长大学年限，以提高女师大
毕业生的程度增进女师大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地位。

５月，由院长徐炳昶聘定国文系主任教授黎锦熙、教
授高步瀛，史地系主任王桐龄，外国文系主任王文
培，教育系主任杨荫庆为研究所委员会委员。所址

设在石驸马大街涭水河（现为受水河）旧旗署。［８］

女师院呈请备案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并不
支持女师院设立研究所。教育部建议女师院考虑现
时经费及教育情形，“应先从质量上力谋充实”，指令
重加考虑。针对教育部指令，女师院呈文陈述设置
研究所缘由，请予备案。适逢有男女师大合并之议，

遂于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６日在教育部暂行备案。［８］

研究所教育学组的负责人应为杨荫庆，导师主
要有田培林、李建勋等。在《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
研究所分组研究细则》中列教育学组，据研究内容有
以下分类：“目的及原理，学制，学校，课程，教学法，

学生生活，关于儿童的研究（儿童的风俗调查附），译

述等”［８］。１９３１年７月并入北师大之前，相对于其

他组，教育学组实际进行的工作并不多。主要有以
下几项：导师田培林主持的中国学制变迁史研究，以
及研究生吕云章主持的先秦教育思想研究。另有李
建勋指导的教育系四年级学生毕业论文《师范学校训
育问题》及《中学教师服务之状况》。这些成果１９３２
年６月编入教育科学门专刊，由师大出版课发行。［８］

（二）北师大研究院教育科学门

１９３１年７月１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合组成立，

原女师院研究所改称研究院，内分教育科学门和历史
科学门。院址设在广安门内，系学校向实业部北平国

货陈列馆承租，共计楼房３０３间，平房８９间。［５］２２５

研究院的教育科学门由李建勋负责。《国立北
平师范大学研究院教育科学门章程》称，“本门以研
究高深教育学术，藉资改进中国教育为宗旨”。李建
勋在《师大研究院教育科学门一年之经过及今后之
改进》一文中提到，１９３１年９月成立的教育科学门，

目的在养成学生独立研究教育实际问题之能力，毕
业后，无论在教育行政机关或各级学校服务，均能作

研究及实验工作，以谋教育效率之增进。［９］

教育科学门入学资格分三类：其一，国立、省立
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毕业生，可经入学考试
考取。入学考试科目为国文、英文、教育心理、教育
统计、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其二，北师大本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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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毕业生，成绩总平均分在７０分以上，教育统计、教
育心理、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四科平均在７５分以上
者，可免考入学。其三，北师大教育系之外的其他系
毕业生，志愿研究中小学教材及教法，平均成绩在

７０分以上，本系主科及教育必修科平均俱在７５分
以上者，可免考入学，但须补习教育统计及教育哲

学。［８］１９３１年第一届招收了２０名研究生，其中男生

１３人，女生７人。除两名来自燕京大学和中央大学
外，其余１８人皆为北师大毕业生。有１４人为教育
系毕业生，６人为非教育系毕业生。至１９３２年２
月，休学５人。

导师方面，先后聘有７人，均系留学美国出身，

具有博士学位者５人，硕士学位者２人。李建勋担
任教育行政方向导师，周学章担任教育测验与实验
方向导师，邱椿担任教育哲学方向导师，杨亮功担任
教材与教法方向导师。课程方面，开设教育研究法、

教育测验、教育实验、高等教育统计四门必修科目，

开设学务调查、高等教育心理、课程论、教育哲学四
门选修科目。除四门必修科外，每人须选修两科。

学生除论文及格外，须修满１６～１８学分才能毕业，

研究时间为一至三年。至于毕业后授予学位问题，

在教育部学位法尚未颁布之前，发给毕业证书。

教育科学门成立后，功能主要侧重“培养学生的
研究知识与技能”。对于“研究教育实际问题，以求
适当之解决”方面，李建勋曾计划开展“中小学各科

一贯的教材”及“全国教育经费”等方面的研究，［９］但

限于经费，实际上没有余力专聘研究讲座从事上述
研究。据李建勋总结，教育科学门开设一年多后，归
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生问题，二
是经费问题。

研究生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生兼职，

导师们认为研究生并没有认识到研究院的性质，多
数一边兼职，一边在研究院挂名，缺乏主动研究。

最初享受津贴的８名研究生，因在外兼课影响研究
工作停止津贴５人，仅有３人始终遵照规章坚持。

研究生兼课较为普遍，甚至兼课地点不限于北平。

当时在读的田佩之便在天津民众教育专科学校兼教

育课，每周在天津住两天。［１０］二是非教育系毕业的

研究生教育统计等教育基本科目基础较差，导师进
行相关课程讲授时颇感困难，学生也因不了解而缺
乏学习兴趣。非教育系毕业的研究生６人中有５人
因此休学。据此种种，第一年招收的２０名研究生，

因畏难或别的原因休学、退学者约三分之一，计划两
年以上完成研究工作的二分之一，一年毕业的仅有

３人。

经费方面，“研究所每月经费五千元，且不独立，

现只设历史科学门及教育科学门，发展颇感困

难。”［１１］虽然在师大校务会议上通过研究院经费每

月５　０００元，分配给教育科学门每月２　０００元，每年
应支２４　０００元，但实际支取不到一半，仅１０　６００元。

原因一是经费本就未足额发放；再者，研究院并不像
师大附属中小学一样独立编制预算。以致每月经费
到账时，仅能支发教职员薪俸及研究生津贴，设备及
调查等费用几乎等于没有。同样限于经费，没有能
力聘请专门的研究人员。为此，１９３２年春，李建勋
曾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求拨款资助，但因

为庚款停付未能如愿。［９］

同时，因研究院历史科学门的一部分工作是研
究金石考古之学，引起校外的诸多非议，说师大是研
究教育的机关，除此以外研究普通学术，已经离开了

师大的特殊立场，实不相宜。［１２］北师大校内部分学

生以为学校预算有限，研究院“靡费公款”，亦对研究
院亦存异议。１９３２年针对李建勋掌校的风潮中，学
生自治会致函李建勋请其辞职的同时，致函师大秘

书处，要求结束研究院。［１３］以上种种，渊源自女师的

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后，面临着校内外的各方压力，名
为扩张，实为没落。雪上加霜的是，“九一八事变”

后，东北大学学生流亡北平，强行占用了研究院的房

屋、设备，仅余楼房６７间、平房４３间，［５］２２５研究工作

实际上已很难进行。凡此种种，皆为１９３２年教育部
“整理”北师大留下口实。

二、１９３２年“整理”声中的教育研究所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初，随着政局的变

换，教育制度朝令夕改，北京高等教育格局经历了数
次变动，各校校名迭易，学潮频起。就院系设置来
说，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高等院校扩张，据教育部统
计，１９３１年北平有公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１２校，分

３０余学院，１３０余学系，院系重叠严重。［１４］各界公认
“北京教育界的内幕复杂纷乱，本来是历届教育当局
所最感头痛的问题。就事实上说，也早有根本整顿

之必要”［１５］。问题在于，怎么整顿。

（一）１９３２年“整理”师大事件

１９３２年上半年，北师大的校长问题闹得沸沸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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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１９３２年５月师大校长徐炳昶辞职。师大学生
自治会拒绝国民政府任命李建勋为校长，指定由易
培基、经亨颐、张乃燕三人之一担任，并致电教育部
长朱家骅，如不依从便立即罢课全体赴南京坐索校

长。［１３］同时中央大学为经费、校长事请愿要求撤换

教育部长，驱逐教授，殴打新任校长，闹得如火如荼。

一时间，北平的师大和南京的中大，成为高等教育界

崩溃的象征，校长一席几乎无人敢就。［１６］朱家骅向

来主张对学潮绝不姑息，同时特别重视革除高等教
育弊病，认为当下的大学毕业生并不是国家真正需
要的人才，高等教育要向苏俄学习“厘定一个适当的

整个的精密的计划”［１７］。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２日，国民政

府行政院会议决议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提议的“整
顿教育令”。学潮闹得最凶的中央大学、青岛大学、北
平大学、师范大学分别以“整顿”为名被勒令解散或停
止招生。就此拉开了整顿全国高等教育的序幕。

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６号，报载朱家骅对“整顿”师大
的说明是，“至于师范大学，约有学生１　０００人，本为
造就中学师资之目的，然按诸现在内容，竟与普通大

学无异，颇患名实不副之病”［１８］。命令北师大１９３２
年停止招生。命令下达后，师大毕业同学会、学生自
治会、全体教授皆致电各界据理力争，要求取消原
令；新上任的校长李蒸赴南京“设法斡旋”，表示“务

期争得正义”。［４］８８教育部仅允许北师大自行拟订切

实整理方案，核定施行，但招生事则“碍难通融”。８
月初，李蒸回校传达了教育部的意思，按照教育部的
意旨对北师大进行“整理”。１９４２年３月，朱家骅在
致陈立夫的信中讨论师范教育问题时，曾提到１９３２
年对师大的整理意旨，“其时北平师大一切办法，与
各大学竞同，适值易长，李云亭校长赴任之际，弟曾
一再详告整理该校计划，嘱其保持师大特质，限制所
设科系，使与中学课程相适合，而其程度必须与北大

文理学院相等”［１９］。

李蒸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中，领
会了朱家骅的意旨。针对教育部所提出的问题，一方
面进行适当的辩解，另一方面自我检讨，表示整理改
进。整理的原则为，按照教育部予师大培养中等教育
师资的定位，充分表现“师大之特性”，即师大之组织、

课程、训育、教法等，必须与其他大学，显有不同。［２０］

（二）研究院的“整理”

朱家骅对师大教育学系有特别关注，要求“特别
改进教育系”，“使全校学生均有完善之教学训练”，

并创设同样服务于教学训练的教育学研究所。［１９］基

于北师大培养中等教育师资的定位，南京国民政府
教育部主张取消师大的研究院，以有限的经费充实
大学本部。李蒸与师大教职员几度商讨，皆认为师
大必须为毕业生设置一个继续深造的机构；并且当
时其他国立大学正开始创设研究院，师大既已有研
究院便力争保留。师大教授汪震认为教育研究所不
但不应取消，还应“扩充教育研究院。师范大学现有
教育研究院，我们认为不够，必须扩充。师范大学应
当有一个研究院解答中国一切教育上的问题。师范

大学应当制造教育学理”［２１］。于是对研究院的整

理，一方面遵从教育部意旨，裁减经费，一方面顾虑
外界批评，缩小范围，集中精力，专门研究教育问题。

在整理计划书中，李蒸参酌朱家骅的意思，将研
究院改为研究所，其功用为：研究教育实际问题；培
养教育学术专家；研究高深教育学术及有关教育之
专门学术；为其他大学毕业有志教育事业者，施以短
期训练。在教务方面，规定教育研究实验办法，要求
研究所会同附校，从事有系统的教育实验工作，由校
划款补助；研究所致力于教育调查，分别调查本国及

外国教育实况，并发现教育问题。［２０］经过教育部修

改之后正式公布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章程》

规定，研究所的任务有三，研究教育实际问题，培养

教育学术专家，搜集整理并编纂各科教材。［８］未提及
“研究高深教育学术及有关教育之专门学术，为其他
大学毕业有志教育事业者，施以短期训练”，而代之
以更具体的、与培养中学师资关系更为密切的“搜集
整理并编纂各科教材”。

１９３２年９月，教务长、教育系教授常道直，教育
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教授李建勋，教育系教授邱
椿，文学院院长教授黎锦熙，国文系主任教授钱玄
同，国文系教授高步瀛，历史系主任教授陆懋德，理
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教授刘拓组成研究所委员
会；校长李蒸兼任研究所所长；李建勋主持教育研究
事宜，黎锦熙、钱玄同分别主持教材编辑事宜。自此
研究所“专以教育为鹄，道通为一，不复分设两门
矣”。即便如此，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６日，教育部仍训令

师大：“研究所内容，亟应力求充实。”［８］教育研究所

亦进行一系列调整努力往教育部训令的要求靠拢。

制定各科教学大纲，颁布《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
委员会章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学则》《国立
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细则》《国立北平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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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所纂辑工作细则》等，［５］规范研究所的课程、

研究生培养与管理以及教材纂辑工作。

教育研究所针对前教育科学门的研究生问题，

制定《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细则》，提高
了本校免考入学的成绩标准。师大教育系毕业生的
免考门槛，总平均成绩要求从７０分提高到７５分，教
育统计、教育心理、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四科平均成
绩从７５分以上提高到８０分以上。师大其他系毕业
生的免考门槛，平均成绩从７０分提高到７５分，本系
主科及教育必修科平均成绩要求从７５分以上提高
到８０分以上，并要求曾修习教育统计及教育哲学。

入学之后，研究生必修的学分从之前的１８学分增加
至３０学分。

教育研究所以培养教育行政与教育实验人材为
主。第一学年所设课程共有八种，即教育行政研究
法、学务调查、教育测验法、教育实验法、高等教育心
理、高等教育统计、农村教育及研究法、教育哲学及
研究法。分别由研究所的李建勋、程克敬、陈雪屏、

王征葵、黄敬思、常道直、李蒸７位导师担任。［１２］与

之前教育科学门的课程相比，不再设必修、选修，不
再开设课程论，添设农村教育及研究法。

教育研究所除了研究生培养，将“研究教育实际
问题”列为主要任务之一。在李建勋的主持下，教育
研究所主要从事研究中国教材及教育调查。曾调查
天津市立小学三十余处，编制《天津教育调查报告

书》一册，于１９３４年７月付印。［２２］开展中学英语教

学法实验，以及小学行政、普通心理、教育心理及教
育概论等课程之教材教法研究，进行全国教育经费之

调查及民众教育之意义及其设施方面的研究。［５］２２７教

材编纂工作在１９３２年８月之后次第展开，纂辑员依
纂辑工作细则分为甲、乙两组，按教育实际上之需
要，分类纂辑教材。１９３３年９月，按照教育部的要
求，先进行“中等学校国文教材选注”，然后及于历史
公民等科教材之纂辑。同时添设丙组，纂辑自然科

学各种中学用之教本。［５］２４５教材编纂的工作的开展，

需要大量国文、历史、英文及自然科学类的纂辑员，

由此带来了研究所教职员的膨胀。

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教育研究所只在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３
年招考了两届研究生。１９３１年招生２０人，１９３３年
秋招生８人。１９３２年北师大被勒令停止招生，研究
生也随之停招。加之研究所房屋被占、经费积欠等
问题，教育研究所能坚持研究，已属不易。１９３２年８

月之后，经费问题稍事缓解，研究所马上展开教材研
究及教育调查工作。据１９３４年的研究所教职员录，

教育研究所有主任导师４人，导师６人，助教１人，

纂辑员２２人，助理７人，研究员２人，管理员１人，

书记６人，共有教职员５０人。其中纂辑员、助理、书

记等大半都是１９３２年８月以后到任的。［５］２６０－２６３这些

迹象都显示，教育研究所正在按部就班展开研究。

教育部似乎并不愿多假时日，之前的经费设备问题、

研究生的数量问题，教职员的数量问题，均成为教育
部勒令停办研究所的理由。

三、教育研究所的停办及善后

１９３３年，王世杰任教育部长后，先后颁布三道

电令整理北平高等教育；派高等教育观察专员视察
平津专科以上学校，并据此针对各校颁布一系列指
令进行整顿。在这一轮整顿中，师大教育研究所被
勒令停办。

１９３４年５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
组织章程》，其中第四条规定“研究院研究所暨研究
所所属各部之设置，须经教育部之核准”，第五条，
“设置研究院、研究所之大学，须具备下列条件：一、

除大学本科经费外有确定充足之经费专供研究之
用；二、图书仪器建筑等设备堪供研究工作之需；三、

师资优越”。并要求“各大学或独立学院，在本规程
公布前，已设置研究所者，应依本规程第四条及第五
条之规定，呈部审核，经审核认可者，方得继续设

立。”［２３］师大教育研究所据此呈请教育部审核。

１９３４年７月，教育部训令北平师范大学，“该校研究
所学生仅十二名，而职员计有四十八人，月耗经费三
千八百元，无何特殊设备，成立以来尚无成绩可言，

该研究所应自下年度起停办，原有经费移供充实本

科设备之用”［２４］２１０－２１１。

接到教育部师大停办教育研究所令时，师大校
长李蒸正在河南开封参加社会教育社年会，闻讯立
即赶往南京谒见教育部长王世杰，以求补救。王世
杰在庐山，由教育部次长段锡朋接待。段并未对师
大教育研究所的处置结果说出个所以然，只说据视
察报告，认为甚少成绩表现，可以“结束以后再照章
办理”。李蒸无奈对各大报记者介绍师大教育研究
所，“以往成绩虽尚未大表现、但已经工作、即将有所
收获”，“现与教部磋商，拟将中学教材及教育调查两
种工作暂停，保留研究生（月费一千元已足）。”“部方



１０６　　 教 育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现公布研究规程，期于三年之内分令大学设立研究
所。北师大研究所，已有数年之历史，且为大学生谋
进修机会，似甚需要，希望予以维持。”如果王世杰日

内不回南京，李蒸为此事计划赴庐谒晤。［２２］

李蒸与王世杰留下的文字资料中都没有对停办
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的特别记载和说明。结果便是北
师大服从教育部令。１９３４年８月，师大取消研究所
纂辑处；９月，校务会议决定缩小研究所范围，不招
研究生；１０月，教育研究所善后：经李蒸的争取，教
育部允许后，北师大组织“教育问题研究会”，由校
长、教务长、三院院长任指导委员，接收前研究所职

员及研究生，继续教育研究工作。［２５］１２月，李蒸赴南

京向教育部报告北师大校务，回北平后向记者介绍，

现研究工作共有国民教育、师范教育等数问题。［２６］

１９３５年１月，原研究所职员及研究生由彰仪门大街
迁往教理学院，原址由农商部拨给流亡在北平的东
北大学。师大教育研究所作为一个机构不复存在。

四、师大教育研究所停办的必然与偶然

１９３４年，北师大教育研究所作为一个存在于学

术、社会网络中的研究实体单位，它的存在与发展，

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学科方面，教育研究所依
托的是国内学术界的“弱小民族”———教育学，学术
地位不高；在经费方面，教育研究所所在的北平师大
穷得全国闻名；在国家“统制”加强的背景下，教育研
究所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可倚靠；北师大、教育研
究所的教职员亦以书生为多，不涉政治，遭遇“统制”，

并无招架之力。对于１９３４年的教育研究所来说，学
科学术地位、经费、政治力量、人事，无一可凭恃。

（一）地处北平，经费是北师大无解的老问题
从表面上看，教育部停办教育研究所似是依章

程公事公办，理由看起来亦无可指摘。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再通令国立大学，大学
设备费至少应占经常费１５％，行政费不得超过１０％，

要以有限的经费充实设备，裁减职员役警，节省行政

费，教员专任。［２７］《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亦特

别强调研究院（所）需有充足的经费、设备、师资。教
育研究所皆触大忌：职员数过多，且没有任何特殊设
备。最根本的经费问题，则是北师大无解的老问题。

结合教育部的审查标准，从经费上说，教育研究所停
办有其必然性。

师范大学地处北平。１９３１年前，北平（北京）一

直处于北方三大派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的轮流控
制之下，政治动荡，教育经费并无保障。北京军阀政
府将教育经费挪充军费，经费连年积欠，国立大学举
步维艰。本来经过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生多年奔走
呼号，已争取到俄庚款充作北京国立各大学经费，并
特设俄庚款委员会管理。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议决平津
十院校每月经费３５万元。１９３０年春至１１月，国民
党反蒋军事实力派及各政治派别联合起来，在北平
建立起党政军的中央机构，形成南京中央与北平中

央的对立。［２８］南京国民政府随即将平津十院校的经

费停发，将积欠四个月的１４０万经费移充军费。自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起至１９３１年７月，九个月间平津各院
校经费，并不足额发给。“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
政府又借口国难，对平津国立各院校的经费更加漠
不关心。１９３１年９月至１２月，经费继续积欠，各院
校教职员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６日成立教职员联合会，进

行教育基金独立运动。［２９］１０３９－１０４０报称平津国立各校

经费自１９１９年以后，陆续积欠，“迄十七年（１９２８）国
民政府北伐告成止，共积欠二年有余，民国十七年十
一月，民国政府接收各校，对于此项旧欠，即未设法
筹补，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一年内，又继续欠至五个
月，计一百七十五万元……自去年（１９３１）八月至十

二月，又继续积欠一百三十二万元。”［３０］

在北平的国立各校中，同属国立大学，清华有美
国庚款支持，北大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每年
补助二十万元，作为聘请研究教授与奖学金之

用。［３１］师大则所有开支皆仰教育部、财政部鼻息。

而师大直到３０年代预算仍是１９１９年高师时代的预

算。“即此区区者，又复欠辍数月”［３２］。因此，师大

的“穷”是闻名的，学生穷，教授穷，学校穷。在北平

的高校中，师大最穷，设备最旧，楼最破。［３３］１９３２年

积欠，“国立师范大学经费最感困难”。［３４］可谓校库

如洗，挹注无从，教授无用品，办公无纸笔，任职者无

薪，执役者无饷。［１１］

１９３２年８月１日，行政院第５３次会议通过拨
发教育经费办法，承诺财政部对中央教育文化经费
按照原经费十足发放，但所有以前短发经费不再补
发。但北师大的经费状况并未明显好转。不补发之
前短发经费，为平津各院校造成极大困难。“师大积
欠最久，欠薪最巨”，尤为困难。师大自男女两校合
并后，实行裁员减政，仍无法维持。每月经费汇到，

顷刻分发一空，会记课分文未存。［２９］１０４２１９３３年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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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校长李蒸在北师大成立三十一周年纪念会上，曾
报告过师大的经费分配状况。师大每月经费７２　２４０
元，教职员薪金３３　５４０元，占全部经费４０％。办公
费９　３３１元，占全部经费１４％。研究所３　０００元，占

４％，附校占经费１／４。［３５］这样的经费比例，势必难以

通过教育部派出的高等教育观察专员的审查。

大河无水小河干，教育研究所的预算不独立，带
来一系列问题。经费不够请专门的研究人员，１９３２
年研究所又停招研究生，为了维持研究工作，教育研
究所从１９３２年的师大毕业生中选留了不少学生担
任助理。仅教育系即留了１位研究员，３位研究助

理。［３６］１９３２年８月之后，为完成教育部指示的研究

所“搜集整理并编纂各科教材”的任务，从师大其他
系科毕业生选聘作为各科教材纂辑员者便有２２人。

这便是教育部所指责的“学生仅十二名，而职员计有
四十八人”的缘由。研究所的办公空间拮据，中西文
图书仅两千册，中西文杂志十余种，确有补充的必
要。停止招生引发职员数增加，由此带来职员薪金
所占经费比例的膨胀，设备书籍资料的购置、调查研
究的经费又所剩无几。在经费预算不增加的前提
下，教育研究所不啻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中。北师大
的书生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如李蒸所感慨“欲

求长足之发展，势所勿许也”［３２］。

（二）教育学科的“否运”：政学两界对教育研究
皆不以为然

从教育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获得独立的系科建
制开始，便代替“师范”，成为“教育精神”所在，也成
为此后“高师改大”与“废止高师”之争以及后续的师
范大学制度之争的核心问题所在。１９２２年学制实
行后，师范教育不再独立，各大学原有的教育学科生
存空间一再挤压，“教育学在国內学术界不啻一‘弱
小民族’”，唯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如鲁灵光殿，巍

然独存”［７］，护持着教育学科的传承与发展。国立北

平师范大学自高师时代便重视教育学科的人材培
养，１９１５年仿德制设置教育专攻科，１９２０年设置教
育研究科，１９２４年开设教育学系。就教育学科设
置、教育学人材培养的历史来说，国内无一校能与北
师大并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北师大与教育学科、

教育研究是捆绑在一起的。

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的遭遇实际是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教育研究在中国的折射。目前留下的很多文献资
料，都暗示了３０年代教育学科、教育研究的“否

运”［３７］。１９３２年，罗廷光在《教育之科学的研究———

谈教育研究所》一文开篇，就对中央研究院迟迟不设
“教育研究所”表达了愤慨：“世界上一切学术，似乎
都值得研究，唯独于教育不值得；各门事业，都值得
设研究所来研究，唯独于教育不值得。教育之在中
国今日，真倒霉到万分。”在这么“不景气”的时候，也
有几个例外，中山大学的教育研究所以及即将成立
的中央大学教育研究所成为中国教育研究史上的新
纪元。然而就“这点点小嫩芽”，“仍不免被一辈不学
无术的野心家所嫉视、所摧残，如今日各大学之教育

学院一般，同为魔雾妖氛所笼罩”。［３８］常道直亦愤

慨：“到了九一八之事变，久已潜伏的国难突然表面
化严重化以后，国人痛心之余，穷究此项责任之最后
的归属，结果几于朝野一致，认为由于过去教育失败
所致。于是现行学制被指摘，教育研究被揶揄，蔚然

成为一时风尚。”［３９］

这股教育学者眼中的“魔雾妖氛”与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的“教育崩溃”论和南京国民政府“统制”高等教
育政策密切相关。１９３０年前后，因实行大学区制及
“九一八事变”等，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相继爆发大
规模学潮，阻隔南北交通，给舆论界以恶劣的观感，

教育破产［４０］、教育失败［４１］论甚嚣尘上。１９３２年，傅

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教育崩溃之原因》一文指
责“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学院毕业生”应为中国教育

崩溃承担部分责任，［４２］公开讥讽教育不成为一种学

术，尤其对于当时流行的种种教育新法加以讥嘲，从
而引发大论战。由于傅文的影响，教育学长期“处于

不利的气氛之中”［４３］５５。

南京国民政府对民国前二十年的教育基本持否
定态度。教育部拟《改正我国教育之倾向及其办法》

一文，该文批判二十年来的教育倾向对于政治的影
响。谓“目下分崩之局面，皆受个人主义及抄袭美国

之赐。”［４４］“现存状态下，教育当局只有根据统制经

济社会之力的程度，规划一个统制方案，来统制教育

事宜。这样才能挽救教育的病态。”［４５］１９３１年，“国民

党的忠实党员”朱家骅就任教育部长后，开始强力统

制高等教育。［４６］１４４使以往不受任何国家计划指导而发

展的教育系统走上国家管理和标准化的轨道。［４７］

教育部整理北平高等教育的原则，在使学校单
位减少，分别独立发展，师范大学专攻师范教育，与

北大、北平大学成鼎足发展之势。［２６］对待“师范大

学”，教育部看重的是“师范”，着眼点在中等学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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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培养，非教育学术的研究；而师大学者亦重视师
范大学的“大学”属性。大学教育之目的既为“研究
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４８］，那么“师范大学”亦应
“研究高深学术”，至少应研究高深教育学术。１９３２
年１１月第一次“整理”师大，师大的教授们坚持应保
留研究院，更力主扩充。［２１］北师大的教授们再三强
调，研究所才是真正的大学，研究生才是真正的大学
生，师范大学必须设立研究所。［１２］黎锦熙写《研究所
略史》，直言研究所对于师大的重要意义，“师大而无
研究所，终将不能成其为‘大’；研究所而办理不善，

则亦‘大而无当’。”文末则愤愤地对不了解研究所之
为师大之“生命线”者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

不可活”。［８］没想到一语成谶，不仅历史研究所停办，

一年多以后，教育研究所亦停办。

王世杰曾就１９３４年整顿对记者谈到教育部整
顿高等教育的思路，“教育部对大学教育，逐年改进，

大致对各大学多注意设备，重视实科”，“大学研究院
亦积极准备设置，养成研究人才，但须视各大学设备
经济力量，斟酌添置何科何系之研究院，并非对各科
系同时设置”。［４９］这一轮整改涉及的研究所只有师
大教育研究所，这段话便是对停办师大教育研究所
的回应，意指师大的设备经费不足以办研究所。还
有一层意思，眼下设置教育研究所没有那么迫切，不
需要师范大学来研究高深教育学术。１９３７年前，南
京国民政府对教育研究一直不热心，“大学不断地设
师范学院，却不曾听见筹办研究院；设这一专科研究
所那一专科研究所，不曾看见设一教育研究所”［５０］。

在其他学科研究机构“积极准备设置”的时节，

国家层面的教育研究机构同样命运多舛。１９２９年３
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及教育研究所就“已在计划
中”，连所需之地已经核准，准备圈购，［２４］１３４０似乎马
上就要成立了。到１９３５年１１月，蔡元培在中央党
部总理纪念周上，提到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的３０
位评议员一共代表了中央研究院１４种的研究科目，

称“凡国内重要的研究机关，设有研究所的著名大
学，以及与科学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教育部，无不网罗
在内”［２４］１３５３。３０人名单里没有教育学科代表，中央
研究院１４种研究科目也不包括教育学。１９３６年１１
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
法》，第六条罗列了“本院设研究所”，“教育研究所”为

１４所之一。［２４］１３４３大约这个教育研究所在组织法中理
应存在，但实际一直在计划筹备中。１９３７年４月，在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２４］１３６０－１３６６中，依然
未见“教育研究所”的行迹。直到１９４９年，始终未见
国家层面的教育研究所成立。历任北大教育学系教
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回忆，傅斯年不
重视教育学，胡适“也不是太重视教育学的”，“以他
们所参加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而论，当它最初成立
时，它的组织法中，即规定有教育研究所的设置，可
是直到现在（１９７５年）这研究所仍在无何有之乡。

其中原因耐人深思。”［４３］５５－５６

（三）无人无势可依：“书生”遇到“统制”

民国时期政界与学界、政潮与学潮的纠葛，不少
大学史的研究成果都有所揭示①。教育部的一系列
高等教育政策执行起来避免不了一些政治性的运
作。蒋介石为此嘱咐陈布雷“教育为革命建国要计，

凡事当请教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诸先
进，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
之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宜以大公至诚
之心，斩绝一切葛藤，而谋所以整顿风气。至于政府
及教育部所行整顿大学教育与整顿学风之政策，则
须排除万难以贯彻之，不以人事关系而稍为迁就
也。”［５１］其中至少两层意思，一是吴、李、蔡诸元老的
意见确可影响教育领域；二是涉及大学整顿及学风
整顿绝不迁就。实际上，高等教育整顿中裁并整改的
标准很难一贯，经常受到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干涉。

这一点当时教育部长、建议“以法治国”的王世杰在日
记中曾抱怨：“近年党中耆宿，往往受人怂恿，各思取
得一二个学校。而此种学校类皆成绩不良，匪惟不
宜奖励，且当严行取缔者也。此种趋势倘不及时纠
正，教育整顿工作，将受重大影响。”［５２］１２这种现象反
过来看，对政治上有影响有力的学校来说，或可暂免
于裁并。而北师大这种政治影响力偏弱的国立大
学，只能唯教育部命是从，成为教育部的统制对象。

北洋政府时期，北高师、北师大的影响偏重教育
领域，甚少涉足政治。１９２８年８月，“在革命军到达
北平以后，更无所属”，所以“各方皆欲取而占据之”。

各派皆有学生为他们奔走呼号，“拥去打来，打来拥
去，将来谁来也要打倒，而谁也未打倒谁”［５３］，结果
哪一派也没占了上风，北师大形同弃子。北师大的

① 如蒋宝麟、许小青、王东杰、刘超、何方昱、林辉锋等人对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及民国时期教育派系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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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曾极力争取支持师大且有政治背景的人物掌
校。１９３０年２月教育部曾任李石曾为校长，但李未
到任，推荐李蒸代理。１９３２年５月，徐炳昶辞师大
校长职后，国民政府任命李建勋为校长。师大学生
自治会拒绝，要求教育部派易培基、张乃燕、经亨颐

三者之一掌校，三人之外，任何人均不欢迎。［１６］迎拒

之间，学生的目的很明确。李建勋为清白一书生，从
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坚持教育救国信念，“不问政治，

不参加任何党派，一心一意搞教育”，以保持个人的

纯洁。［５４］黎锦熙曾说“悔不该加入国民党，不如李湘

宸清白。”［５５］学生提名的三人，皆有相当的政治背

景。经亨颐为中央委员，易培基为前大学院大学委
员会委员、北平分会委员，易培基、经亨颐皆为李石

曾为首的“法日派”代表人物。［５６］张乃燕为国民党元

老张静江的侄子。学生此举无理亦颇无奈。为破师
大发展的各种困境，“清白”的无党派教育名流长校
必无办法，唯有在政治上寻求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或
李石曾的庇护。当然，学生的激烈举动适得其反，吴

李蔡张都没靠上，“指名索校长，具体排个人”［５７］的

行为恰成为学风嚣张的明证，从而成为“整顿教育
令”首当其冲的整顿对象。

１９３２年，教育部任命曾任职教育部、毕业于北

师大的无党派人士李蒸为校长，［４６］１４４师大学生自治

会又酝酿拒绝。此时学生内部发生内讧，国民党支
持的真正读书护校会及学生读书联合会致函李蒸表

示欢迎。［５８］李蒸始得就任。同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

对师大学生的运动亦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师大的

政治环境转入所谓安定、平稳时期。［４］１００这在某种程

度上确保了教育部政令通行，不致因学生的迎拒而
横生枝节。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顿行为，身在北师大的
学者总归是意难平。１９６２年林砺儒在特定政治环
境下写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回顾这段时期
曾意味深长地写道：“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军阀官
僚们是对教育不问不闻的，书生们还可以关起校门
自鸣清高。而遇着国民党法西斯，便御侮乏术，只得
饮恨吞声，无可奈何。况又有人因势乘时，卖身投

靠，国民党便唾手而把师大置于他们铁蹄之下。”［５９］

师大研究院教育科学门和教育研究所在南京国民政
府教育部雷厉风行的整顿下，确有“御侮乏术”“忍气
吞声”之感。至于“卖身投靠”的人，似暗指李蒸。李
蒸虽与李石曾接近，但本人是无党派人士（抗战期间

加入国民党），也不主动要求加入国民党。［４６］１４４他在

国民党内没有雄厚的元老靠山，资历较浅，“与任何

派系没有大的接触”［６０］，政治上没有力量能够影响

教育部的教育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李蒸只能当教
育部整顿师大的执行者，在有限的机动空间中尽力
争取师大的权益，结果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

与师大的教育研究机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１９２９年９月，“国民党
中央对中山大学维持及建设办法案”给中山大学极
特殊的定位：“中山大学为唯一纪念总理之学校，与
其他国立学校历史性质均有不同，在本大学基本建
设未完成而一般的教育学术又尚幼稚时期之今日，

中国国民党不能不尽力维护，除一切组织仍应照大
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等中央法令办理外，由中国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董事九人，组织董事会，担任
建设本校之任务”。九人董事会为蒋中正，胡汉民，

谭延闿，宋子文，古应芬，孙科，陈铭枢，朱家骅，戴传

贤。［２４］２３６－２３７１９３５年，教育部批准全国各大学设立研

究院的只有三所大学，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
大学，“但中山大学比北大清大所处地位与所负使命

为独重。”［６１］这样特殊的地位，首先“经费在国立各

校中，总算最充足的”［２４］２２１－２２７。１９２８年２月，在时任

中大校长戴传贤的关照下，庄泽宣主持的教育学研
究所成立。六千元的开办费，三千元经常费（薪金除

外）。［６２］与师大比起来，中山大学的政治力量可谓豪

华；与师大教育研究所比起来，中大教育研究所占有
的资源可谓天时地利。以此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在
很长一段时间，吸引了一批教育学者及研究生，成为
中国教育研究的大本营。１９３５年，国立中山大学教
育研究所在教育部顺利核准立案。教育学部的导师
有崔载阳、范錡、黄仲诚、林本；教育心理部有许逢

熙、王越、杨敏祺三位。［６３］除了经费和政治地位，单

就教育研究所本身的导师力量和课程设置来说，中
山大学和北师大的教育研究所应在伯仲之间，但结
果一存一废。

时移世易，抗战爆发后，１９３８年７月，“教育部
以当抗战建国工作正在迈进之际，教育学术研究机
关重要”，“特斟酌各校原有人材设备及经费情形，分
别令饬各校就原设研究科部添招新生，或增设科
部”。承北平师大而来的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奉
令筹设师范研究所。“师范研究所与过去教育研究
所名称虽为不同，而任务则一，当可与过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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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衔接矣。”［６］其实，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师范

研究所的目的、组织及课程设置等，都与教育科学
门、教育研究所时代相差无几，且主持者皆为李建
勋。仅仅相距四年，同一拨人做类似的事，一则勒令
停办，一则奉令筹办。教育部的统制对师大旧人来
说，虽时移世易，然确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感。民
国时期大学、研究机构与现实政治力量牵连之复杂，

或是造成１９３４年北师大教育研究所停办最大的偶
然性。

五、结语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李蒸在师大３２周年纪念日感

慨，自从“改大”以后十余年，是“我校生活史上最多
事故之一页”，“其详细记载，将自成为一部中国高等

师范教育史”。［６４］从北高师的教育专攻科、教育研究

科，到北师大的教育系、教育研究所，师范大学教育
系科的每一次变革都牵涉到教育内外的各种因素，

穿插着教育学者之间以及教育学者与其他学者的辩
驳，充满了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外在政治、文
化、经济条件的矛盾。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教育研

究机构自１９３０年６月女师大研究所教育学组始，至

１９３４年７月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终，这４年的时间恰
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北平高等
教育界“统制”不断加强的四年。被称为“学制骈枝”

的北平师大，以及“教育精神”所在的教育学科是教
育部历次整顿的重点关注对象。当夹杂着学术、学
制问题的教育研究机构遭遇现实的经费、政治力量
及人事，它的命运便更有了各种各样的变数。

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 “统制”逐步加强的大
背景下，若说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停办是教
育当局对教育学及教育研究的轻视与否定，偏偏师
资和课程设置相当的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安然无
恙，顺利立案；之后中央大学亦设教育心理研究所；

若是单纯因为经费设备，时隔四年，抗战期间的西北
师院师范研究所的经费设备只会比北师大教育研究
所更差，却“奉命”成立。国家层面对中等教育师资
培养模式及高等师范教育政策徘徊在欧洲大陆派及

英美派之间，［６５］与之密切相关的教育学系及教育研

究机构的命运亦随着国家意志的摇摆而废存起伏。

对于北师大教育研究所来说，这场“统制”与“书生”

的角力，天时地利人和无一可恃，以书生“御侮乏
术”、国家意志胜出告终。同时，这四年曲折，是教育

研究机构与学术、学制以及现实经济、政治、人事纠
葛的反映，也是教育研究及教育学科体制化过程的
一个缩影。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１９３７年前中国大学所
设的教育研究所，只有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两所学
校。正如师大教育研究所由师大“教育问题研究会”

善后，据１９３３年统计，教育学术团体数量是最多的，

远多于其他类别的团体，占到团体总数的２４．３％，

会员数占总数的５２．８％。［２４］１４０２－１４０５教育研究机构与
教育学术团体两者不啻冰火两重天。两者的消长是
否有联系、有怎样的联系还需更细致的考察。这也
从一个侧面说明，教育学科的体制化过程与中国近
代学术体制化过程并不同步，具有本学科的特殊境
遇和问题。而教育学科在中国的特殊境遇和问题，

应该也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否则便无所谓建
设中国教育学派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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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查之．李蒸怎会当和谈代表［Ｊ］．纽司，１９４９（１５）：６．
［６１］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１９２４—１９４９）［Ｍ］．广州：中山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５９－２６０．
［６２］崔载阳．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之过去现在与将

来［Ｊ］．教育杂志，１９３５（７）：２１０－２２４．
［６３］教育研究所近讯［Ｎ］．国立中山大学日报，１９３５－１０－１８．
［６４］李蒸．三十二周年纪念日以前和以后［Ｊ］．师大月刊，

１９３４（三十二周年纪念专号）：１－２．
［６５］姜琦．从欧美日本的教育研究方法说到中国的教育研

究方法的状况与趋势［Ｊ］．中华教育界，１９３２，１９（１２）：

２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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